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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贵州两省的考古、文物工作者曾在黔西滇东一带征集、采集到一批在铃身外壁浮雕各种特殊纹饰

图案的管形双耳铜铃，但是对其类型、年代及其表面纹饰图案的具体内涵等相关认识尚不清晰。通过将

这一批采集铜铃与出土同类形制的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这些征集、采集所获的铜铃皆属同类器物中的

较晚形态。再结合其形制演变历程及出土墓葬的年代，进一步判断这些采集铜铃的年代应处于东汉时期，

而铃身外壁浮雕的纹饰图案则与年代相仿的贵州地区岩画题材具有相似之处，主要功能或为祭祀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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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chaeologists and cultural relics workers from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have collected a 
batch of tubular double-handled bronze bells with various special patterns embossed on the outer 
wall of the bell body in the area between western Guizhou and eastern Yunnan. However, thei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gser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6.151010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6.151010
https://www.hanspub.org/


龙彦池，王令兰 
 

 

DOI: 10.12677/gser.2026.151010 90 地理科学研究 
 

understanding of the type, dating, and specific connotations of the surface patterns is still unclear. 
Through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is batch of collected bronze bells and similar artifacts unearthed, 
it is found that these collected and gathered bronze bells belong to the later forms of the same type 
of artifacts. Combined with their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dating of the unearthed tombs, it 
is further determined that the dating of these collected bronze bells should b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patterns embossed on the outer wall of the bell body are similar to the themes of rock 
paintings in Guizhou region of similar age, and their main function may be as sacrificial ve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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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位于云贵高原东麓，川、滇、黔三省交汇处的黔西滇东地区，自先秦时期以来便是古代文化交流和

碰撞的一个重要地带[1]，往来族群的频繁迁徙以及文化交流的互动有无，使得该区域形成了许多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的物质遗存。过去曾在这一区域内的不同地点采集或征集到一种形制特殊且铃身外壁纹饰图

案复杂的管形双耳铜铃，典型特征为圆管形耳口及铃口呈锯齿形，并在铃身浮雕各种植物、动物纹、“S”
形纹、几何纹等，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格。当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批铜铃，如张合荣曾对贵州征集的这

几件铜铃进行类型分析，指出这些铜铃的地域风格十分明显，但目前所有标本均系征集，其时代与用途

尚不清晰，且并未论述这类铜铃的形制演变过程[2] (p. 155)；叶成勇称这些铜铃当为贵州威宁中水类型文

化时期的遗物，但并未对其年代做具体判断[3]；李斌在研究云贵高原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铜铃时也指出这

批管形双耳铜铃的年代与性质问题仍需进一步确认[4]。故本文拟对黔西滇东地区采集与征集所获的这批

管形双耳铜铃进行系统收集，依据考古类型学及年代学对其形制、年代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进一

步深化西南夷青铜文化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2. 发现情况 

据目前所见材料，我们共收集黔西滇东地区征集、采集来源的管形双耳铜铃共 14 件，涉及 8 个地

点。为便于后文研究，在此先对这些铜铃进行介绍，分别是： 
1977 年在贵州毕节市威宁县观风海镇塘房地区征集到早年出土的 3 件双耳铜铃(观风海采：1~3；图

1：18~20)，通高 8.55~8.9 厘米，在铃身外壁满铸植物、动物、等纹饰[5]。 
1989 年在威宁六枝抵簸斗篷村一处山洞内出土 1 件(斗篷村：1；图 1：14)，通高 6.4 厘米，铃身外

壁浮雕变形动物纹、“S”纹和变形人物纹。另外，在威宁牛棚镇也征集到 1 件(牛棚：1；图 1：21)，高

5.2 厘米，铃身外壁饰圆饼形纹、鸟纹、折线纹等。报告将其年代判定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5]。 
1987 年，在贵州兴仁县交乐墓群曾出土 6 件双耳铜铃，但仅对 1 件器物进行了描述和配图(岩架：

1；图 1：13)，口径 1.7~3.2 厘米不等，在铃身镂空对称 3 个穿孔，外壁饰鱼鸟纹，报告者认为年代在战

国西汉时期[6]。需要说明的是，《黔西南藏品志》称这些铜铃出自兴仁交乐墓群，但 2022 年在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举办的“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中，又称这批铜铃出土于册亨县

岩架镇，张合荣亦称出自册亨县岩架镇[2] (p. 154)。但笔者皆未能从中找到相应原始资料的出处，推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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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年所获的征集品，此处从后者，即册亨县岩架镇。 
1985 年，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公布 1 件来自已故张希鲁先生所捐赠的双耳铜铃，据称来自贵州威宁中

水，通高 10 厘米，在铃外壁饰燕、犬等动物变形纹。报告未对其年代作出判断，仅称应与威宁中水汉墓

时代相近[7]。 
另据《云南省珍贵文物集萃》载，会泽县文物管理所旧藏 2 件双耳铜铃，在铃外壁浮雕有树木、双

鱼及其他图案，如会泽藏：1，宽 6.5，高 9.5 厘米(图 1：16)；会泽藏：2，宽 11.7，高 12.3 厘米(图 1：
17)。报告未对其年代进行判断，仅称汉代[8] (pp. 145-146)。 

1983 年，在云南陆良龙海乡羊钻箐的一处山洞采集 1 件双耳铜铃，现藏于陆良县博物馆，宽 6.5、高

9.5 厘米，在铃身外壁铸有乳钉纹、云纹、树木纹和家畜等纹饰(陆良藏：1；图 1：15)。报告未对年代进

行判断，仅称汉代[8] (p. 146)。 
又《昭通田野考古》载，考古工作者曾在昭通市洒渔乡涅果寨采集到一组 4 件双耳铜铃，皆在铃外

壁满铸纹饰，如涅果寨采：1，通高 8.5 厘米；涅果寨采：2，通高 8.2 厘米；涅果寨采：3，通高 6.9 厘

米；涅果寨采：4，通高 6.7 厘米(图 1：22~25)，报告者未对其年代做出判断[9]。 
综上，这批采集、征集铜铃体型最高可达 12.3 厘米，最矮仅为 5.2 厘米，但形制都基本一致，并且

在铃身外壁铸有各种植物、动物、几何纹等图案。其中意见分歧较大的是关于这些铜铃的年代问题，如

早者可至战国时期，晚则模糊为汉代时期，亦有的未对其年代做出判断。如何对黔西滇东地区的这批征

集铜铃的年代做出科学的判定便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3. 类型学分析 

管形双耳铜铃仅见于两汉时期的云贵高原地区，是典型的西南夷文化器物，以滇中昆明以东及贵州

贵阳以西为主要分布区域[10]，经科学考古出土的器物共 23 件(不包括本文征集所获的 14 件)，涉及 7 个

遗址点位，出土墓葬共 8 座，分别是官渡羊甫头 1 件[11]、晋宁石寨山 M15 出土 1 件[12] (p. 98)、江川李

家山第一次发掘的 M1、M26、M27 共出 4 件[13]，第二次发掘的 M86 出土 1 件[14]、会泽水城 M19 出

土 1 件[15] (p. 92)、陆良薛官堡 M35 出土 1 件[16]、威宁中水张狗儿老包 M2 出土 1 件[17]、望谟巧散村

铜器窖藏出土 13 件[18]。 
依据管形双耳铜铃的铃身形制及有无纹饰等差异，可将其分为四个类型。 
A 型 2 件。铃身正面略呈上窄下宽的等腰梯形，铃壁斜直，铃口平直，横剖面为椭圆形，管形双耳

口部上翘，顶部正中相连处略呈“V”字形。标本羊甫头 T1704 采：4，高 8 厘米(图 1：1)；石寨山 M15：
4，在铃外壁阴刻一动物纹样，高 12 厘米(图 1：2)。 

B 型 5 件。铃身正面略呈正方形，铃壁竖直，铃口平直，横剖面为椭圆形，管形双耳在铃肩、口部

上翘，平顶，素面。标本李家山 M86：2，高 10.3 厘米(图 1：3)；李家山 M1：44，高 7.2 厘米(图 1：4)。 
C 型 16 件。铃身呈竖直桶形，铃口平直，横剖面以合瓦形较多，管形双耳在铃肩，弧形顶，素面。

根据双耳上翘与否可分两式。 
C 型 I 式 14 件。管形双耳口部上翘。标本水城 M19：1，高 12.4 厘米(图 1：5)；望谟 A5、A10、A7，

高 6.3~6.9 厘米(图 1：6、8、9)；薛官堡 M35：8，高 7.8 厘米(图 1：10)；中水张狗儿老包 M2：1，高 10
厘米(图 1：7)。 

C 型 II 式 2 件。管形双耳口部平直。标本望谟 A2、望谟 A3，高 6.5~7.6 厘米(图 1：11、12)。 
D 型 14 件。为黔西滇东地区征集、采集铜铃，整体形制与 C 型相似，但皆在铃外壁浮雕纹饰，横剖

面皆为椭圆形。依据双耳口部朝向和铃口、耳口是否有锯齿以及纹饰繁密程度可分三式。 
D 型 I 式 3 件。管形双耳上翘，耳口、铃口皆未见锯齿形，铃口平直，仅在铃外壁局部浮雕纹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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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岩架：1 (图 1：13)；斗篷村：1 (图 1：14)。曲靖藏：1 也属于此型。 
 

 
1——昆明羊甫头 T1704 采：4；2——晋宁石寨山 M15：4；3——江川李家山 M86：2；4——江川李家山 M1：44；
5——会泽水城 M19：1；6——望谟 A5；7——威宁中水 M2：1；8——望谟 A10；9——望谟 A7；10——陆良薛官堡

M35：8；11——望谟 A2；12——望谟 A3；13——岩架：1；14——斗篷村：1；15——陆良藏：1；16——会泽藏：1；
17——会泽藏：2；18——观风海采：1；19——观风海采：2；20——观风海采：3；21——牛棚：1；22~25——涅果寨

采：1~4。1 和 2：A 型；3 和 4：B 型；5~10：C 型 I 式；11 和 12：C 型 II 式；13 和 14：D 型 I 式；15~17：D 型 II
式；18~25：D 型 III 式。1 图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昆明羊甫头 卷三》，

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854 页；2 图来自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录》，文物出版社，

1959 年，第 92 页；3 图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

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150 页；4 图来自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

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5 图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 年，

第 92 页；6、8、9、11、12 图来自张元：《望谟出土的夜郎青铜器》，载《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年，

第 132~146 页；7 图来自李衍垣：《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 年第 2 期；13 图来自《黔西南藏品志》编

纂委员会编：《黔西南藏品志》，云南科技出版社，2019 年，第 394 页；14、18~21 图来自张元：《贵州发现的汉

代铜铃》，《考古》2006 年第 3 期；15~17 图来自云南省文物局编：《云南省珍贵文物集萃》，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145、146 页；22~25 图来自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昭通田野考古(之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第 236、237 页。 

Figure 1. Drawing of a double-ear copper bell shape 
图 1. 双耳铜铃形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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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型 II 式 3 件。管形双耳多上翘，耳口未见锯齿，铃口呈锯齿形，铃外壁满浮雕纹饰。标本陆良藏：

1 (图 1：15)；会泽藏：1 (图 1：16)；会泽藏：2 (图 1：17)。其中会泽藏：2 的那件铜铃耳口已经平直，

但因耳口未见锯齿形，故将其纳入到此型，不过属于此型的较晚形态，后接 D 型 III 式。 
D 型 III 式 8 件。管形双耳耳口皆平，耳口、铃口呈锯齿形，铃外壁满浮雕纹饰。标本：观风海：1 

(图 1：18)、观风海：2 (图 1：19)、观风海：3 (图 1：20)、牛棚：1 (图 1：21)、涅果寨：1 (图 1：22)、
涅果寨：2 (图 1：23)、涅果寨：3 (图 1：24)、涅果寨：4 (图 1：25)。 

综上，虽然黔西滇东地区的这批铜铃皆不见于以往考古发掘出土品，但仍能根据考古类型学对其形

态演变规律进行梳理。可见，黔西滇东地区征集的这一批铜铃无论是从双耳铜铃的耳部、铃身还是从横

剖面、纹饰等几个部位看，皆属于这一类器物当中较晚形态，故其年代也应较晚。 

4. 年代判断 

根据管形双耳铜铃的形制演变及考古出土铜铃墓葬的年代，可将这类铜铃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西汉初期，仅见 A 型铜铃，典型墓葬为石寨山 M15，该墓随葬品不见由内地输入的铜镜、

带钩、钱币等，所出器类如铜鼓、贮贝器、尊、案等皆具有浓厚的滇文化特征，报告认为其年代为西汉初

期[12] (p. 134)。 
第二期，西汉中期，为 B 型铜铃，皆发现于李家山墓地。其中李家山 M1 叠压于属汉武帝以前的 M2，

可知其年代不早于武帝时期[13]。 
第三期，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包括 C 型 I 式、C 型 II 式铜铃。出土墓葬包括水城 M19、薛官堡

M35、威宁中水张狗儿老包 M2。其中会泽水城 M19 出土一枚武帝至昭宣时期五铢钱，同一层位的其他

墓葬还出土有日光镜、昭明镜，而这两种铜镜始于西汉中期，流行于西汉中晚期[15] (p. 121)。薛官堡 M35
伴出 7 枚五铢钱，亦属武帝以后所铸钱币，墓内还出土的一件方銎铜斧，其形制与泸西石洞村墓地采集

的一件铜斧(石洞村采：12)形制相似，石洞村墓地的年代主要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19]。威宁中水张

狗儿老包 M2 出土 1 枚王莽时期大泉五十[17]。综合来看 C 型 I 式的年代可早至西汉中晚期，延续至王莽

时期仍可见此型铜铃，而 C 型 II 式形制与 I 式基本相似，只不过铃耳口开始趋平，故其年代应当略晚一

些，可能在王莽时期至东汉初期。 
第四期，东汉时期。主要为黔西滇东地区采集、征集的 D 型铜铃。首先，从上文的类型分析及断代

结果来看，可确定其年代不会早至以往所认为的战国西汉时期。其中，D 型 I 式与 C 型 I 式在铃身、管

形双耳、铃口等部位形制基本一致，主要的变化仅在于铃外壁开始铸有纹饰，从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

故其年代应当略晚一些，综合来看 D 型 I 式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王莽时期。而从当前的考古发现来看，

管形双耳铜铃基本不见于东汉时期以后的墓葬或遗址中，故这类铜铃年代下限应不会晚于东汉晚期。即

此型铜铃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 
总之，圆管形双耳铜铃流行的主要时段在两汉时期，而黔西滇东地区所征集铜铃的年代则主要为东

汉时期。从分布数量和年代来看，这类铜铃最早起源于西汉初年的云南滇池区域，并逐渐向东传播，西

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贵州黔西地区，东汉时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形态转变，至迟在东汉晚期

消亡。需要说明的是，D 型铜铃流行于东汉时期的结论是我们基于当前的考古材料以及类型学分析所得

出的结论，至于更加准确的年代判定，则有待于后续科学考古出土品的不断增多进行补充、修正。 

5. 余论 

黔西滇东所征集的这 14 件铜铃皆在铃身外壁浮雕各种特殊的纹饰图案，当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

现象，如李飞认为这些铜铃的纹饰图案实际与贵州岩画中表现手法以及题材内容十分相似，可将铜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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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作为贵州岩画的年代上限[20]。也有学者认为在昭通涅果寨采集铜铃外壁所铸图案与“巴蜀图语”具

有一定的联系，可能是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21]。通过对贵州两汉时期或较早时期岩画点位的岩画图案进

行收集，我们发现铜铃上的部分纹饰的确能够在岩画图案中找到类似者[22]，如在威宁观风海以及昭通涅

果寨采集的那几件铜铃即与贵州开阳画马岩、龙里巫山、贞丰红崖脚等地岩画上的动物具有相似之处。

此外，观风海采集铜铃上绘制有多个太阳图案，其表现手法与开阳画马岩的一幅绘制 10 个太阳的题材具

有高度相似性。另外，在龙里巫山、白岩洞等地岩画题材中所称的田畴图案也在铜铃上有所发现，相关

的几何纹符号也都能够在岩画中找到相似题材。但为何会将这些岩画题材结合并一同铸于铜铃外壁，其

反映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 
此外，黔西滇东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古夜郎或其旁小邑的所在区域[23]，在该区域发现一批地方风格如

此明显的铜铃，显然非汉系器物，至于这批铜铃是否属于古夜郎族群的遗物，暂时无法下此定论。但结

合出土管形双耳铜铃墓葬的文化因素来看，这类铜铃的所有者应为该区域的土著群体。此外，关于这类

双耳铜铃的功能，过去多认为属于铜马铃，即作为车马器的一部分[24]，从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墓

所出土的铜铃来看，也确与车马器共出，且在墓葬中通常位于车马器的附近位置。但是，这些在铃外壁

满铸纹饰的铜铃其功能显然已超脱了作为实用器的车马铃范畴，而应有某些特殊的意义。王继超指出，

相似形制的管形双耳铜铃甚至被近代彝族法师毕摩传承使用[25]，也有学者指出这类铜铃往往发现于人

畜罕至的岩洞，且浮雕图案较为复杂，颇似彝族作斋仪式所用祖筒中的伴铃或祭铃[4]，赵德云则称这类

管形双耳铜铃最早作为马具在滇文化区域流行，再到后来称为彝族传统宗教的法铃，但由于后者多发现

于窖藏或山洞，其埋葬环境与汉代出土的管形双耳铜铃差异较大，暂无法将二者直接挂钩，但二者应当

存在某些联系，对此值得继续关注[26]。我们亦认为，这些铜铃目前所见多属窖藏或征集来源，对其年代、

功能所得出的皆是阶段性认识，相信随着后续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对其类型演变、年代及其功能

等相关认识将会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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